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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学科建设的正式起步
——以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为中心的考察

王怀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西城 100009）

【摘 要】 199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是国史学科发展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此次研讨

会不仅为国史研究与编纂提供了明确指导，而且围绕编纂权威国史这一核心任务提出了各项工作安排。在当代

中国研究所的组织协调下，各部门、各地区积极落实会议精神，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续编《当代中

国》丛书，推进部门史与地方史研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推动国史学科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也

为当前推进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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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以下简称国史学科）

是与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之一，也是史学学

科中的后起之秀。一般来说，作为一种建制化的

知识生产体系，学科的形成标志主要有三个方面：

研究机构的设置、学术团体的成立以及学术刊物

的创办。以这个标准来看，国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是在20世纪90年代，包括1990年当代中国研究所

的成立，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的成立

以及1994年《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创办。相应而

言，真正意义上的国史学科建设也是在这一时期

开始的。当前，关于国史学科的研究主要聚焦学

科定位、基本任务、理论方法等方面①，实际上重

点仍然在国史研究上，对于国史学科史的关注比

较少②。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推进国史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构建国史自主知识体

系，都离不开对国史学科史的深入研究。特别是

1990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

研讨会（以下简称研讨会），对国史学科建设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系统总结了以往国史研

究与编纂工作的宝贵经验，又围绕“编纂一部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这一核心任务提出了具体

设想与安排，为国史学科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政治

方向与明确的指导方针。可以说，这是一次承上

启下的会议，也是国史学科建设的里程碑。然而，

对于这一重要会议，学界除了个别成果有所提及

之外，整体上关注极少③。本文试以这次研讨会为

中心作一历史考察，以期推进国史学科建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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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

召开的背景与准备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编纂一部权威国

史，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经验、教

训以“资政”，深入挖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

伟大成就，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教材以

“育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效应对各

类错误思潮，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对社会主义

中国的信心以“护国”，越来越具有紧迫性和必要

性。为此，必须整合已有研究资源，大力推进国

史学科建设。同时，随着《当代中国》丛书编写

工作的顺利推进，相关国史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行

以及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国史学科建设的条

件也日臻成熟。在此背景下，召开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对推

进国史学科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一） 党和国家的重视与支持为国史学科建设

提供政治保障

同党史一样，国史学科同样兼具政治性与学

术性。因此，推进国史学科建设，既需要学术空

间的保障，又需要政治方向的指导。“文革”结束

后，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为国史研究提供

了巨大空间，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便是

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国史研究著作④。1981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

重要历史人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为开展国

史研究提供了政治方向。

同时，决议的通过也意味着系统总结新中国

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条件已经成熟。经胡乔木倡

议，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当代中国》丛书编写

工作于1983年正式启动。值得指出的是，这套丛

书内容涵盖全国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既收

集资料以修史存史，又总结经验以资政育人，如

此庞大的规模若没有党和国家层面上的大力支持，

很难动员起各方力量来参与。因此，这套丛书不

仅是学术研究成果，更是党和国家集全党全国之

力推进的重大工程，是名副其实的“大兵团作

战”，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国史的高度重视。经过六

七年的努力，《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不仅积累了

大量资料，产出了《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等部分成果，还为国史研

究培养、锻炼了一批人才，“它将为以后进一步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准备”［1］。此外，早在1980

年5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加强了对

健在老同志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实际上，这批老

同志的亲身经历和掌握的宝贵史料，同样为国史

研究与编纂提供了及时而珍贵的有力指导。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我国生产力获得

极大发展，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与精神状态也发

生深刻变化。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就全国来看“效果还不够理想”［2］143。1989年政治

风波过后，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痛

定思痛，深感过去最大的失误在于思想政治教育

薄弱，因此，开展国史研究，加强国史教育，是

十分必要的［3］51。在这种背景下，推进国史学科

建设更显育人的重要意义。

（二） 国史研究的起步与发展为推进国史学科

建设提供学术基础

国史学科不等于国史研究，但学科建设必须

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因为只有有了明确的研究对

象，才能科学厘定学科的边界。毫无疑问，国史

学科的研究对象就是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史研究几与国史同步，二

者共进退。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有《新中国是

怎样诞生的》一书面世［4］，此后几年时间里，该

书经过数次增补，多次再版，1955年又以《新中

国是怎样诞生和成长的》为名出版，将新中国史

研究的时间段推进了一大步［5］。同年，该书的删

节本《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作

为高中教材修订出版［6］。此后，还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稿》［7］《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1—4

册）》［8］等成果出版。同时，国史研究也纳入到

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当中。1957—1958年，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先后原则通过、修订了

《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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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草案提出了历史学的15个重要问题和23部重

要著作，其中包括要编写国史。遗憾的是，除了

部分工作得以开展外，这一规划在当时并未得到

充分落实。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前的国史研究虽

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整体上较为薄弱。

“文革”结束后，国史研究再度被提上日程。

1978 年1月11日，胡乔木在中国社科院制订科研

计划和规划动员会上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人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

要赶快着手研究［10］517。旋即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 ” 列 入 “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著 作 选 题 一 百

例”［10］523。4月，《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初稿）》明确将国

史研究列为22个历史学重点研究课题之一。此后，

国史研究逐步开展起来。除了前文提到的《当代

中国》丛书外，一些省份的专门史也有成果面世，

如1985年贵州省冶金工业厅编写了《贵州省钢铁

工业发展史 1949—1984》等，高等院校先后开设

国史课，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这对于推动

国史的研究都是有利的条件［11］。

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前后，出版了不少学术

水平较高的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仅通史类的

著作就有郭彬蔚主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

史》、廖盖隆主编的《新中国编年史》、何理主编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河南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1949—1989年的中国》等。显而易见，新

中国史研究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了［12］。

（三） 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为国史学科建设

提供组织保障

学科关乎知识的建制化生产，因此学科建设

需要以专门组织机构为依托，国史学科建设离不

开国史专门工作机构的支持。早在1978年 2月，

胡乔木草拟的中国社科院《八年内拟新建的研究

所 （草案）》 中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所［13］。半年多后，国务院批准中国社科院成立现

代史研究室，开展国史研究。实际上在研究室获

准成立之前，胡乔木就曾布置相关人员编写《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但由于当时的形势，这一研究

并未成行［14］。因而，现代史研究室的相关成果大

都集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1984年 8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曾向院党

组提出《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门研究机

构的建议》，机构的名称可叫国史馆，或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研究所，但从结果看这一建议并没有得

到贯彻落实［11］。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史馆又提上日程，但由于当时条件

暂不具备，故先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过渡。

1990年 6月14日，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

联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打报告提出：“我国建

国已40余年，建国以来的历史已占党的历史的大

部分，而至今对于建国以来国家和党的历史的研

究工作都极为薄弱。亟须有计划、有组织、有领

导地予以加强。”［15］6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

记的江泽民同志圈阅同意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

瑞环等同志也都在此前后圈阅同意。一个研究所

的成立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批示，这在党史

国史上是极少见的，也足见党和国家对这一机构

的重视。

由于之前工作打下的良好基础，当代所成立

初期虽条件简陋，但很快便从西安研讨会打开了

局面。国史研究编纂与国史学科建设从此有了正

式的专门机构。

二、研讨会明确国史学科建设的

重点与方向

1990年12月1日—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

纂工作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此次会议由刚成立不

久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会议重点关注国史研

究、编纂与国史学科建设问题，中共中央党史领

导小组副组长、《当代中国》丛书主编邓力群，国

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副主任郑惠，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当代

中国》丛书编委丁伟志等均就此问题发表讲话。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成员吴家珣汇报了丛书编

辑、出版的情况。此外，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当代中国》丛书主编马洪作了关于

国家经济形势的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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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作了书面发言。综合发言情况来看，此次会议

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国史工作重点的转变

这次研讨会是国史编纂工作的第一次会议，

也是一次承前启后的会议，明确提出了国史学科

建设的任务，并将国史学科定位提到了很高的位

置。国史学科不是普通的学科，而是对党、国家、

人民以至于对世界人民的命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学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定位，这与当时的国内

外形势有着紧密的关系。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

的发生，“促使党更加冷静地思考过去、现实和未

来”［16］269，更加深刻认识到加强国史教育的重要

性。一方面，古人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没有一部立得住的权威国史，对于维护国家统一

与稳定是极为不利的，也会给历史虚无主义等错

误思潮以生存空间。因此，国史研究与编纂有着

“护国”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为什么

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等

重大问题，都需要从历史研究中寻找依据，用充

分的事实来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坚持，提

升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因此，此时

提出国史学科建设的任务，既是针对眼前形势的

需要，又是针对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战略性安排。

当然，会议提出的国史学科建设，核心仍然

是国史研究与编纂。以往国史工作的重心在于

《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与出版，但此次会议明确

指出，尽管此后国史研究与丛书编写两项工作都

要进行，重心要转移到国史研究与编纂上来。其

主要任务在于编写出一部权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这也可以说是官修国史的正式开端。

（二） 关于国史研究与编纂的工作要求

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只有具备独特性

和不可替代性，才能够使其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

也才有存在的必要性［17］。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国

史学科之所以能够立得住，除了本身具有重要作

用之外，也在于其具有明确的边界。因此，国史

研究与编纂，必须突出以下特点。

首先，国史研究是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

国史研究的底色在于历史，因此研究国史必须充

分体现历史研究的基本特质，注重史料工作。一

方面，充分利用《当代中国》丛书所积累的材料，

整理和发掘档案材料，搜集已经出版的国史书籍；

另一方面，还要充分搜集国外研究当代中国史的

材料、书籍、文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供

借鉴。国史的特色在于其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因

此国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

导，把稳政治方向；研究国家学说、党的学说、

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不能只做简单的史实叙

说［18］。

其次，国史研究是基础型研究与应用型研究

的统一。国史研究既要讲清楚“是什么”的问题，

又要弄明白“为什么”的问题，从历史中获得规

律性认识，由此既可以“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

制定和实施提供历史的借鉴”，又可以“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生动的历史教材”［19］1。

因此，国史研究不光要追溯历史，还要联系实际，

特别是要认真研究东欧剧变、苏联动荡的原因，

汲取经验，吸取教训，提升中国人民坚持走社会

主义道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心。

最后，国史研究与党史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国史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与党史有着密不可分

的联系，因此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存在一定的重

合，但二者不可互为替代，否则国史便失去了其

单独存在的意义。一方面，国史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国史，党的领导在国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因而研究国史要充分说明党如何领导国家步步前

进；另一方面，国史侧重于国家政权建设，范围

比党史要广，特别是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与面貌，

这是党史所不能包办的。总之就是要正确处理党

史与国史的关系，“党史归党史，国史归国史”，

“不能把国史写成党史”［18］。

（三） 关于地方史的编写工作

地方史是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研讨会

之前的几次《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会议就考虑

到了丛书编完的后续工作问题，认为不能“曲终

人散”“人去楼空”，最初打算编写丛书地方卷的

简明本，后来经过讨论改为编写地方简史。国史

研究是一个宏大工程，需要全国各部门、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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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协作，编写地方简史就是协作的开始，且若

是地方简史工作做得好，可以为国史研究起到开

路、先行的作用。

地方简史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是在

《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地

方简史的定位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确定的

地域性、严谨的科学性、精炼生动的可读性的历

史读物。因此编写地方简史既要写人、写事，又

要写过程、写面貌。在写人的时候，既要写正面

人物，又要写反面人物；写事的时候夹叙夹议，

突出重大事件的同时兼顾全局。写作时间下限为

1990年［20］。在实际的出版中，不少地方简史随着

编写工作的推进，时间下限往后推移了数年。

最终，会议在讨论基础上形成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纪要》（以下简称《纪

要》）。这一《纪要》强调了开展国史研究的重要

意义，总结了国史研究与编纂已具备的成熟条件，

重点围绕编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从续编

《当代中国》丛书、编纂地方简史、编写通用教

材、成立国史学会等方面做出了详细安排。1991

年3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

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中央

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

转发了这一纪要。一次工作研讨会的纪要通过中

办、国办发往全国，这在整个党史、国史上也是

不多见的，也足见这一会议的重要性。

《纪要》在最后明确提出，全国各地区、各部

门所进行的国史研究工作，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负

责联系和协调。此次会议可谓当代中国研究所的

“立所之会”，既明确了自身定位，又明确了中心

任务。会后，国史研究和编纂工作开始步入有组

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发展阶段，国史学科建设

也伴随会议精神的落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落实研讨会精神与开创国史

学科建设新局面

研讨会虽然只有短短数日，但对国史学科定

位、工作重点与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详实讨论，并

就为什么要做、为什么能做以及怎样做国史研究

等问题达成共识，为国史学科建设“正位”“定

向”。对于国史学科建设来说，研讨会提供的不仅

仅是“务虚”的原则、要求，更多的还是对会议

纪要所提出各项工作的“务实”。在当代所的组织

协调下，各部门、各地区积极落实会议精神，结

合自身实际，进一步推进国史研究与编纂各方面

工作，形成了“1+X”工作格局，极大推动了国史

学科建设。

（一）立足中心任务，编写一部权威的新中国史

“1+X”工作格局当中的“1”就是《纪要》提

出的要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高质量编纂一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这是规定国史学科研究对象的根

本性举措，也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中心任务。最

初的打算是先写一部简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由于难度较大，因此改为编写多卷本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稿》［21］140。

1992年 11月，当代所决定先写五卷本国史，

即第一卷（1949—1956）、第二卷（1956—1966）、

第三卷 （1966—1976）、第四卷 （1976—1991）、

第五卷（1991—1994）。第一卷包括绪编，讲清楚

新中国是从哪来的。后来编写计划有所调整，第

一卷中的绪编扩展为序卷，第四、五卷也合并为

第四卷（1976—1984）。

1996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编委会成

立，从此国史稿编写有了更为明确的组织与指导。

同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由当代中

国出版社出版。经过多轮编写修改，2007年，国

史稿四卷形成了内部讨论稿。从 2007 年到 2009

年，编委会邀请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文献研

究室等单位的30多位领导和专家审阅内部讨论稿，

并提出修改意见。各卷在充分吸收意见的基础上

进行反复修改，形成正式送审稿。从 2009 年到

2012年，中央组织和协调相关部委，先后三次审

读送审稿，提出修改意见和补充建议。当代所和

国史稿编委会对各卷进行了全面的审改，并于

2012年形成呈报中央的“送审稿”［22］。同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四卷本）》连同序卷由人民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正式出版。作为国史研

究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国史领域的权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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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稿编写历时20年，凝聚了几代国史工作者的

心血和智慧。

此后，当代所继续推进编写工作，目前已经

完 成 国 史 稿 第 五 卷 （1984—1992）、 第 六 卷

（1992—2002）、第七卷 （2002—2012） 送审稿。

近年来，当代所还组织编写出版了两本新中国简

史权威读本，一为201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而编写的 《新中国 70 年》（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9年版），一为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人民出

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21年版），为国史宣传与

教育提供权威教材。2021年，当代所正式启动中

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多卷本） ”，除总论卷外，分别按 1949—1956、

1956—1966、 1966—1978、 1978—1992、 1992—

2002、2002—2012、2012—2022 等时段划分各为

一卷。时间范围上比国史稿更进一步，涵盖了新

时代这十年。可以说，直到今天，当代所仍然在

围绕此次研讨会关于编纂权威国史的要求接续奋

斗，为推进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建设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二） 广泛动员力量，续编出版 《当代中国》

丛书

虽然研讨会明确此后工作重心放在国史研究

上，但对于《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工作仍然提出

要求，最迟要在1994年底全部出版［19］2。经过全

国10万编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当代中国》丛书历

时15年，到1998年基本完成，并于1999年6月出

版了电子光盘版，比原计划晚了几年。

《当代中国》丛书共出版152卷，包括政治社

会、政法、群众团体、对外交往、人事管理、工

商管理、商业、经济、财政金融、基建、交通通

信、能源、冶金和机械、化工和轻纺、国防工业、

农业、科技、文教卫、传播、艺术、地方、国防

与军事、专题类等23个大类。丛书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内容，经济卷、部门经济卷和多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来写的地方卷加在一起，约占总卷数的一

半［23］。丛书收集、运用了各条战线、各个地区的

大量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丛书总

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各个地区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过程、辉煌成就和历史

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2020年，

《当代中国》丛书续编工作正式启动，不仅要整体

续编之前各卷，还根据国家发展、行政区划和机

构变动的实际，计划增加编写数卷。这也将进一

步丰富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历史的研究。

《当代中国》丛书收集了大量资料，为国史研

究提供了史料基础。10万人规模的编写队伍成为

国史学科建设的人才蓄水池，在当时尚无学位教

育的情况下为国史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编写过

程中各部门、各行业、各地方加强协作，为此后

集中攻关重大课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 拓展研究范围，推进部门史与地方史

研究

国史通史离不开部门史、地方史的支撑。研

讨会根据《当代中国》丛书的出版进度，要求已

出版《当代中国》丛书行业卷的中央和国家机关

各部委，尽快就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问

题提出本部门可以承担的专题，并陆续展开研究

工作［19］2。例如，国家教委 （教育部前身） 党组

根据《纪要》精神确定把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史》研究作为国家教委承担国史研究的任务，

并于1994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工作

小组。最初几年的工作重点在于积累资料，开展

典型与专题研究，此后则集中力量撰写《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史》。经过10多年的努力，200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正式出版［24］1126。再如，

在《纪要》发出后，原地质矿产部党组批准“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史”项目立项，随后组成

编纂委员会，原计划于1994年出版，后因各种原

因未能按计划完成。1998年 3月，原地质矿产部

与国家海洋局等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2001年后

这一工作由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继续完成，

并于2003年正式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

史》［25］367。

这期间当代所还组织召开过部门史研讨会，

就部门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研究计划，各部委

之间怎样加强协作、交流经验、互通信息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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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讨论［26］。通过讨论，各部门充分认识到部门

史是整个国史的一部分，应该跟上《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的编研步伐，以互为补充［27］。

整体上看，部门史的研究更多依托各部门独

立推进，地方简史的编写则不同。当代所在《纪

要》转发后不久便开始组织地方简史的编写工作。

1991年 5月，当代所在郑州召开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地方简史》丛书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首批

与会的有12个省、直辖市。会议对地方简史的编

写提出要求，一是要总体把握地方历史，不能只

写经济建设，也不能只写政权建设；二是要突出

特色，突出重点，不宜面面俱到；三是要史论结

合，论述力求深入；等等［28］。同年 6 月，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编委会。1992年

3月，当代所在武汉召开18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方简史工作会议，实际上到会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达到近 30 个。会议提出地方简史要做到

“三满意”，即地方党委和政府满意，丛书编委会

满意，最重要的是广大读者满意；做到“四个不

一样”，即与地方志不一样，与《当代中国》丛书

地方卷不一样，与地方党史不一样，与其他地方

简史不一样。这之后当代所还曾多次召开简史编

写工作会议，推动编写工作的开展。

各地也都成立相应编写组织。例如江西成立

《当代江西简史》编委会，并于1991年6月召开第

一次会议［29］。河南成立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领导小组，同时在《当代中国丛书·河南卷》编

辑部基础上设立国史研究室，作为领导小组的日

常办事机构［30］。四川社科院成立当代四川研究

所，四川简史编辑部与研究所是一个机构，两块

牌子［28］。黑龙江、广西、浙江、贵州等地也都成

立了当代地方研究所。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当代地方简史丛书取得

了丰硕成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 1996 年到

2008年，一共有24部地方简史出版，其中1997年

出版的《当代四川简史》包含了重庆市内容，当

年重庆市成为直辖市，2003年又有《当代重庆简

史》出版。除重庆、黑龙江外，其他22部简史均

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总之，部门史与地方史

的编写与出版，不仅为各部门、各地方保存史料，

提供借鉴，而且还培养了一支规模庞大、领域宽

广的国史研究队伍，这对于国史学科建设来说无

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 打造交流平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史学会

学会是构建学术共同体、促进学术交流的重

要阵地，也是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研讨会

提出以各地区、各部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人

员为基础、当代中国研究所为骨干，成立中华人

民共和国史学会（学会正式成立时名字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术讨论［19］3。实际上，早在

1990年6月2日邓力群给李鹏的报告中就提出“以

各部门、各地方当代中国丛书编辑人员为基础，

当代中国研究所为骨干，成立一个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研究学会，按照群众团体登记法，报请有关

单位批准”［31］。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92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获批注册登记。12月，

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当代所成立后主

办的第一个以国史研究为己任的全国性的社团组

织，其宗旨和任务是团结海内外一切从事国史研

究的专家、学者和热心国史工作的人士，共同推

进国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

202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成立30周

年。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指出国史学会“为

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32］。这是对国史学会工作的最大肯定。

30多年来，国史学会凝聚起一大批国史研究者，

极大促进了国史学术交流。

结 语

从会议共识和会议落实上看，国史研究与编

纂都是重中之重，这对于国史学科建设同样有着

重要影响。严格意义上来说，先有国史，后有国

史研究，再有国史学科建设。因为研究可以是个

体行为，上升到学科层面则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

行为，要有阵地、有团队、有后备力量培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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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研讨会恰好处在从国史研究到国史学科建设的

发展链条上。与以往相比，会后的国史研究有了

统一的协调指导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学者

交流的园地——国史学会，从而聚拢起一支庞大

的国史研究队伍，他们成为了国史学科建设的中

坚力量。在国史知识体系上，会后的国史研究融

汇通史、部门史、地方史等，在史料积累与专题

研究等方面不断产出新的成果。而且，研讨会的

“后劲”一直持续到今天。时至今日，国史学科建

设的诸多工作都能从30多年前的会议上找到依据，

部分工作一直没有中断。

当然，推进国史学科建设是一项久久为功的

事业，仅凭一次会议并不能够将学科建设的所有

问题都解决。在学生培养方面，除了《纪要》中

提到的国家教委选定北京大学等高校编写国史通

用教材和有关参考资料外，会议对于学历学位教

育暂未涉及。直到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依托当代中国研究所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史系，开始培养国史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

生［33］。此外，学刊是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建

设的重要阵地。这次会议并未专门提及。早在

1992年，成立不久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与国史学会

便申请联合创办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和

内部出版的《国史研究参考资料》《国史研究通

讯》，很快获得批准［34］。内部出版的两种刊物一

段时间后由于人手有限不得不停刊，《当代中国研

究》则更名为《当代中国史研究》于1994年正式

创刊。这是国内首家专门刊载当代中国史研究成

果的杂志，直到今天《当代中国史研究》仍是为

数不多的国史研究专业刊物。此外，个别期刊也

设置了国史研究专题版块，如《党的文献》《中国

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设置“党史新中国史研究”

版块，《安徽史学》设置“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版块，但整体而言，国史研究领域的文章发表空

间仍然十分有限，这也是制约国史学科建设的重

要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党史、国史，是我

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

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

修，而且必须修好［35］15—16。修好这两门课，离不

开学科建设的支撑。从现有条件看，一是要做强

国史学会，趁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国史学

会成立30周年贺信精神的“东风”，广泛建立各地

区、各领域的分会，与已经建立的当代科技史分

会、当代边疆史研究分会、农垦史研究分会等，

定期举办学术交流，共同为国史学科吸引人才、

凝聚人才、培育人才。二是要拓展发表空间，在

国史研究的各领域探索创办学术刊物，为本学科

的发展提供交流平台。可以先创办各个专题史的

研究集刊，待条件成熟时再以此为基础创办正式

公开的刊物［36］。当然，学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需要更加全面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发力，

上述建议也只是针对个别问题而言。当前，“中共

党史党建学”已成为一级学科，各个高校的党史

党建学院、党史党建研究院纷纷成立，开展研究，

招收学生。中国当代史（国史）仍是在中国史一

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新的学科格局正在形成，

国史学科如何在这一形势下进一步明确自身特色，

提升定位，仍然需要广大国史工作者的继续努力

与探索。

注释:

①参见王炳林：《构建新中国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1期；朱佳木：《当代中

国史理论研究的学科建设及当前任务》，《思想理论教育

导刊》2021年第5期；储著武：《新时代加强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学科建设的思考》，《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

2021年第6期；宋月红、王爱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的理论与方法（第2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版；王海

光：《史观、方法与中国当代史研究》，《社会科学》2013年

第6期；齐鹏飞：《关于“国史”研究和“国史”学科建设若干

问题的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等等。

②参见李正华、秦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建设的缘起、

发展与展望》，《河北学刊》2019年第5期；汪兵：《中国当代

史学科体制化研究述略》，《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

年第1期；等等。

③参见张星星：《学习国史，知史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共党史研

究所编：《“三个自信”的启示与思考》，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第1—10页；程中原：《信史立国 当代中国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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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纵横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140页；宋

月红、王爱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第

2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版，第52—53页；等等。

④参见朱宗玉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福建人民出

版社 1988年版；郭彬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河南教

育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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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o Zedong’’s Conception of““Revolutionary Party””and Its Implications

YANG Binbin, CHEN Yangkai

（（1. Institute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ongcheng, Beijing 100732; 2. School of

Marx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Haidian, Beijing 100048））

Abstract：：As a Marxist party, revolution is the defining nature of the CPC, and“revolutionary Party”is a sym⁃
bolic concept in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Party’s political discourse system. Mao Zedong’s conception of a

“revolutionary party”was derived from profound theoretical origin, practical foundation, and historical motivation.
This concept, an embodiment of adapting Marxist theories on political party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had taken shape and developed through the periods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socialist revolu⁃
tion and construction, and have made profound implications on founding, revitaliz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the Party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in self-reform and tackling the special challenges that a large
party like the CPC faces, so as to escape the historical cycle of rise and fall; promote the great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 strategic thinking, so as to create new ground for“Chinese miracles”and“Chinese governance”; advance re⁃
form of governance by applying systems thinking, so as to modernize China’s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Key Words：：Mao Zedong; revolutionary Party;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roletariat; conception

Official Launch of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PRC: A Study on the

Symposium o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90

WANG Huail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cheng, Beijing 100009））

Abstract：：The Symposium o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ld in 1990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the PRC history, which not only provided clear guidance
for the study and compilation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but also defined arrangements for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compi⁃
lation. Under the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the relevant depart⁃
ment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cting on the spirit of the conference, engaged actively in compiling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ser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promoted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special
sectors and localities, prompted the found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
na, and advanced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to a new level. The conference has also offered
great experience in developing the systems for fields of study, academia, and discourse of the discipline at present.

Key Words：：discip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PRC; Symposium o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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